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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是数字经济和创新领域改革的先行示范区，也是加快数字

经济与企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推动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发展，对完善科技创

新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尚缺乏考察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

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影响的研究。

　　基于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视角，以 2013 年至 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利用

2019 年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单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识别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的设立赋能企业创新数量的作用机制，根据行业类别、融资约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营商环

境特征，讨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异质性影响效

应。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促进了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未能

显著提升试验区企业创新质量，基于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等稳健性的检验结果强化了

该结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对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

用在制造业、融资约束较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营商环境较好地区更加显著，在不同行

业、融资约束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营商环境情境中，这一试点政策未能显著提升试验区企

业创新质量。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

结构和研发投入强度渠道促进了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

　　厘清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与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不仅给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深化建设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参考，还为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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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科技创新是赋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已经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驱动因素。专利增长对一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

升起着关键性作用 [1]。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后，中国的专利产出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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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3 年度报告》指出，

2023 年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总量为 167.800 万件 ，实

用新型专利申请总量为 306.400 万件，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总量为 82 万件。尽管中国专利数量取得了爆炸

式增长，但专利质量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

至面临着专利质量下滑的趋势，中国企业技术创新

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比较普遍 [2−3]。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偏低，关键性技术环节薄弱，在光刻机、芯片和

核心工业软件等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

2019 年，国家启动建设浙江省、广东省、四川省、

福建省、重庆市和河北省 (雄安新区 )6 个国家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以下简称“试验区” )，通过 3 年

左右先行先试的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

展水平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然而，学

界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与企业创新数

量和创新质量的关系并未给予必要的关注。因此 ，

本研究以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为切入点，采用

2013 年至 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

采用单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设立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政策效应。本

研究不仅给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深化建设提

供了相应的政策启示，还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质量强国战略提供一

定的决策依据。

 1  相关研究评述

 1.1  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已有研究广泛关注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这些研究通过主成分方法测度城市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肯定了数

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 [4−5]。数字经济通

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供应链集中度赋能企业创新

发展 [4]，数字经济还通过数字化转型渠道提升企业创

新水平 [5]。直接构建综合指标测量数字经济，并不能

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主要是由于数字经济指标

的选取不仅受到指标构建者主观判断的影响，且数

字经济指标选取的标准也未完全统一，而且还受限

于部分指标变量可获得性的影响，大多数研究构建

的数字经济指标并不能完整体现省份和城市数字经

济的全貌，存在数字经济指标测量偏误问题。双重

差分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一些

研究以“宽带中国”试点、智慧城市试点和国家级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外生政策

冲击 ，将这些试点政策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

已有研究考察“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对企业创新的

政策效应 [6−7]，分析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 [8]，检验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 [9]。“宽带中国”示范城市促进了企业创新提质增

效，但并未能显著促进成长期和初创期企业创新的

提质增效 [6]。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创

新，但却抑制了非高新技术企业创新 [8]。“宽带中国”

试点、智慧城市试点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

点侧重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基建和大数据等方面

的发展，这仅仅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难

以全面反映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

片面性。2019 年，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作

为全面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示范区，这一试点

政策能够较好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这

为本研究检验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政策冲击，能够

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干扰，从而更准确地识别数

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提高实证估计

结果的可信度。

 1.2  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因素

中国技术创新发展迅速，但在芯片、半导体、操

作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面临严重的“卡脖子”

问题，也面临专利质量整体不高的困境。随着高质

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社会各界

越来越重视企业的创新质量发展，已有研究对企业

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就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因素而言，已有研究考察了

监管型小股东 [10]、绿色债券 [11]、股票流动性 [12]、环境

规制 [13]、宽带互联网 [14] 等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孙泽宇等 [10] 认为，监管型小股东通过增加企业创新

投入促进了企业创新。就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

双重视角的影响因素而言，一方面，部分研究肯定了

一些因素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积极作用。

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制度 [15]、创新型城市建设 [16]、高

等教育扩招政策 [17]、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 [18]、数字

化并购 [19] 不仅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数量的增长，也

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另一方面，由于政策的

不同、样本选择差异等原因，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

结论。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 [3]、政治关联 [20] 对企

业专利数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却抑制了企业

专利质量，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专利申请行为。此

外，郝项超等 [21] 发现企业融资不仅降低了企业创新

数量 ，也抑制了企业创新质量。陈强远等 [2] 研究发

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数

量的增加，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政府科技活

动资金投入”政策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

响都不显著。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作为赋能创

新发展的重要试点政策，考察和评估这一试点政策

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比较匮乏，评估这一试点政

策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1.3  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

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相关研究为本研究探讨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然而已有研究还存在以下

不足：①已有研究考察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设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探究了创新型城市

试点、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鲜有研究评估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果，尚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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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数量和

创新质量的影响，这一政策能否赋能企业创新增量

提质是学术界目前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待进一步的

实证检验。②已有研究未能探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数量的机制黑箱，较少关注

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未能对企业创新

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同时缺乏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异

质性作用效果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从企业创新数

量和创新质量视角出发，以 2019 年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的设立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分析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

的政策效果和异质性影响效应，试图从理论逻辑和

实证分析两个方面解释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

设立与企业创新数量之间的机制黑箱。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数

量的影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定期组织开展对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成果成效的评估，考核目标

约束下会促使试验区整合各方面资源助力创新发展。

首先，试验区以创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其建设目标就

包括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建成一批引领示范基

地，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创新发展核心区和引领极。

设立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重点任务包括提升

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实施数字创新企业培育行动，加

快数字经济的集聚发展，推动大数据、5G 等数字技

术的应用。其次，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柔

性监管、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等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

的政策措施，促进创新要素价值流通，这为企业创新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营商环境优化可以吸

引更多的外来投资，缓解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

问题，进而助力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 [22]。再次，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优化了政策支持体系 ，

通过提供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质押贷款及各类保

险等金融产品，有助于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

题。同时，政府对企业在专利申请、审查、授权、维

持和专利代理等环节的费用提供资助，有助于降低

企业研发创新成本 [23−24]，从而推动企业创新数量的提

升。不仅如此，各试验区不断推动大数据发展促进

条例的立法，制定数据交易标准，为数据产业发展提

供法律保障，确保数据的使用和交易等环节有法可

依，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数

量增加 [25]。最后，试验区不断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包括提高 5G 网络通达率和千兆光纤网络覆

盖率、增加 5G 基站建设数量、布局数据中心，积极

提升计算中心建设和算力水平提升，这些举措有助

于加快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扩散，为企业创新数量

的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支撑。基于上述分析 ，

本研究提出假设。

H1a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与试验区企

业创新数量具有正相关关系。

 2.2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质

量的影响

首先，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尚处于试点初期，

监管机制可能不够完善。如果企业连续获得政府补

贴的机会较小，博弈次数有限，试验区所实施的创新

补贴政策可能会导致企业骗取补贴，并采取低质量

的策略性创新 [26]。一旦企业通过低质量专利申请获

得各类优惠政策，可能会在示范效应下引发更多企

业效仿，进而加剧专利申请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

各类创新政策本身也可能扭曲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

资源的配置 [27]。其次，目标考核是各项经济政策制

定的重要环节，为了实现既定目标，本级政府的绩效

目标通常受到上级政府层层加码。试验区的设立存

在目标考核导向，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政府与企业

对专利的真实质量存在信息不对称，试验区制定的

考核目标可能会导致企业“寻补贴”逆向选择行为

的产生。企业的目的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企业为

了获取专利各个环节的资助和奖励，迎合政府的监

管和筛选以及技术创新的补贴、税收等优惠政策的

要求，企业往往通过数量多、质量低的专利产出达到

这一目的 [3,24,28]，导致专利“泡沫”产生，从而对企业

创新质量产生负向影响。最后，如果企业仅凭自身

资源和能力，可能难以实现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 [29]。

高校和科研机构不仅具备强大的科研团队，还拥有

支撑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所需的科研资源。企

业通过与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合作，才有利于充分整合和利用各项创新资

源，推动企业取得突破性和新颖性的创新成果，进而

提升企业创新质量 [29−30]。但企业往往会将有限的创

新资源投入到风险小、产出快的创新活动中，以期在

短期内将这些创新专利转变为商业收益 [31]，这不利

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

出假设。

H1b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与试验区企

业创新质量具有负相关关系。

 2.3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影响企业创新

数量的作用机制

 2.3.1  企业数字化转型

《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方案》

指出，应促进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在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正是这一融

合的重要体现。一方面，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的设立有助于提升试验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已然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但

较多的企业目前存在不想转型、不会转型和不敢转

型等诸多困境。作为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试点政策，各个试验区在《建设国家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方案》中出台了推动数字经

济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诸多政策。首先，试验区应

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以强化数据要素应用为驱动，

推动企业工业互联网实施软硬一体的数字化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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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共性支撑平台 ，

建设一批国家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次，相关政

策支持企业建立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加快企业网

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实现跨越

式发展，进一步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这些政

策的实施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有助

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32]。另一方面，随着企业数

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数字技术逐步融入创新的设计、研发和产出全过程，

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和搜寻成本等 [33]，数

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有助于企业及时洞察市场需

求、把握创新方向，还能有效提升智能化水平和研发

效率。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前

沿技术信息资源，提高学习知识和技术的能力 [34]；同

时，还能吸收外部知识和成果，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效

率，增强企业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的能力，从而促进

企业创新数量的增长 [35−36]。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

出假设。

H2 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的设立与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

用。

 2.3.2  人力资本结构和研发投入强度

自熊彼特创新理论范式提出以来，学术界围绕企

业创新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人

力资本和资金保障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最为核心的

要素投入，在企业创新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37−38]。

 2.3.2.1  人力资本结构

一方面，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

优化试验区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首先，各试验区

因地制宜地出台了多项吸引和汇聚人才的优惠政策。

例如，加快推进人才制度创新，打造高层次人才汇聚

高地，建设企业数字经济人才培训平台，系统培养企

业创新发展所需的数字经济复合型人才。其次，各

地积极引进数字技术人才，强化学科带头人、技术领

军人才等关键群体的引进和培育，为企业创新发展

提供高质量的人才支撑。然后，在政策激励方面，各

试验区推动企业深化薪酬体系改革，优化人才激励

机制，出台了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增强区域对高层

次人才的吸引力。最后，试验区还通过加大对研发

平台、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用地的储备和供应力

度，为技术研发和重点项目实施提供空间保障，优先

满足高端创新人才的办公和生活需求。随着试验区

各项人才政策的实施，这有助于吸引高学历人才向

试验区企业集聚，进而优化试验区企业的人力资本

结构。另一方面，随着人力资本的集聚和结构优化，

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能力会得到增强，为企

业技术积累和创新数量发展奠定人才基础。高素质

人才通过“干中学”的实践过程不断积累知识和经

验，有助于加快企业人力资本的积累 [39]，形成劳动力

“蓄水池”效应，增强企业应对技术变革的韧性和持

续发展能力。同时，高学历人才通过“干中学”能够

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前沿技术，人才的集聚也有助于

促进知识扩散效应的形成 [40]。高学历人才具备较强

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更易掌握科技前沿动

态，积极推动企业获取并吸收外部创新资源。此外，

这类人才在技术识别和应用方面更为敏感性，能够

快速掌握并使用前沿技术和先进技术 [41]，帮助企业

发现并引进具有模仿价值的新兴技术，进而推动企

业开展模仿创新和集成创新，促进企业创新数量的

增加。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人力资本结构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

设立与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

用。

 2.3.2.2  研发投入强度

一方面，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

提升试验区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首先，各试验区

纷纷出台并实施多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资金政策，

包括强化财政和金融支持、完善研发投入补贴机制、

发挥政府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设立省级专项资金，

加大对重大项目和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持续

推进重点研发计划的实施。同时，积极开展科技融

资担保、科技保险和专利保险等产品和服务，拓宽企

业创新融资渠道，促进资金资源向试验区集聚，切实

增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其次，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伴随有明确的目标考核要求，促使地方政

府更加重视企业创新发展，并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

政策措施积极推动创新发展。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

行为主体通过可观察的行为向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

主体传递其内在特质或意图等信息，从而有效缓解

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影响信息劣势方的行为选择。

试验区通过持续推出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组合，实

质上向创新要素市场、金融信贷市场等外部主体传

递其推动技术创新的政策信号。考虑到企业研发创

新活动普遍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试验区通过制度

化的政策披露，有助于降低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外部

潜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一过程中，试验

区释放的科技创新政策利好信息，有助于向潜在投

资者传递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的积极信号，增强企业

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公信力和市场影响力，提高投资

者对企业创新前景的信心和预期。这一政策信号有

助于企业获得来自银行、机构投资者及股东等利益

相关方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认可和支持 [42]，促进资金

资源向试验区企业集聚，形成政策引导  − 信号传递  −
资金集聚的良性循环，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数量的

增加。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持续提

升，创新活动的资金保障愈加充足，使其能够加大对

原创性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的投入，从而加快知识

积累进程，提高技术突破的概率 [43]。研发投入的增

加不仅有助于缩短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周期，还能

增强企业对外部技术变革的适应性和响应能力，提

高企业承担研发风险的能力和持续创新的意愿，进

而促进企业创新数量产出的增加 [44]。基于上述分析，

本研究提出假设。

H4 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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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与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

用。

 3  研究设计

 3.1  计量模型设定

本研究将 2019 年设立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到目前为止，仅开展了一

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试点。因此，使用单期

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

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政策效应。借鉴刘灿雷

等 [17] 和郭丰等 [25] 关于双重差分模型设定的思路，构

建以下双重差分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即

Enti,t = β0 +β1Digc •Post + θConi,t +λi +µt +εi,t (1)

其中， i 为企业； t 为年份；c 为省份；Enti,t 为企业创新，

用企业创新数量 (Eiti,t) 和企业创新质量 (Eili,t) 两个指

标测量；Digc •  Post 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试点

政策 ；Coni,t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 β0 为常数项 ； β1

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试点政策估计系数，测

量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的政

策效应； θ为控制变量估计系数的合集；λi 为企业固

定效应；μt 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本研

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Digc •  Post。

 3.2  变量选取和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创新数量 (Eiti,t)，企业研发投入和专

利数量往往被用以测量企业的创新数量。一方面 ，

较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并未披露企业研发投入数

据，存在较多的缺失值。同时，与专利数量相比，研

发投入数据测量的是企业创新投入，研发投入并不

能完全转化为专利产出，未能很好地测量企业创新

产出。另一方面，专利数量是测量企业创新产出的

重要指标，所有上市公司历年的专利数据均可获取。

此外，专利具有可量化性和行业内外的溢出性，能够

较为准确地测量企业的创新数量，也是官方认定的

创新的主要呈现形式。借鉴刘灿雷等 [17] 和郭丰等 [25]

的研究，使用发明专利申请数作为企业创新数量的

代理变量，计算方法为对专利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创新质量 (Eili,t)，有研究采用企业专利申请被引

用次数作为企业创新质量的代理变量 [17,40]，还有研究

采用企业专利的知识宽度测量企业创新质量 [24,34]。

由于专利申请的被引用次数通常会随着时间推移而

逐渐增加，而本研究样本中试验区设立后的数据仅

覆盖 3 年，用专利申请的被引用次数测量企业创新质

量可能存在偏误。相比之下，一项专利所拥有的 IPC
分类号数量越多，反映出该专利的质量更高。因此，

借鉴张杰等 [24] 和 AKCIGIT et al.[45] 的研究，本研究通

过专利的 IPC 分类号计算专利的知识宽度，用企业专

利申请的知识宽度作为创新质量的代理指标。基于

专利的 IPC 分类号信息，利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的分类号计算专利的知识宽度，计算公式为：

Pwidth = 1 − ∑α2，α为专利分类号中各大组分类所占的

比重。各大组层面专利分类号之间的差异越大，所

对应的专利知识宽度值就越高，意味着该专利质量

越高。将申请专利的知识宽度信息按企业  − 年份  −
专利类型加总至企业层面。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试点政策 (Digc •  Post)。
具体而言，Digc 为企业分组变量的虚拟变量，本研究

将位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企业设置为 1，这
些企业为实验组；非位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的企业设置为 0，这些企业为控制组。Post 为年份分

组变量，当年份为 2013 年至 2018 年时，Post 取值为 0；
当年份为 2019 年至 2022 年时，Post 取值为 1。也就是

获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企业在 2019 年及其

之后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交互项 Digc •  Post 的系

数 β1 反映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对试验

区企业创新的政策效应。由于雄安新区包含了保定

市和沧州市的部分地区，考虑到可能对两市其他企

业产生影响，本研究剔除了保定市和沧州市的企业

样本，实验组仅保留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四川

省和重庆市的上市公司。

 3.2.3  控制变量

为了客观估计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的

政策效应 ，并减缓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借鉴陈强远等 [2]、郭丰等 [16] 和郝项超等 [21] 的研究，选

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 (Age)，采用当年年份与

企业开业年份差值的对数值测量；企业规模 (Sca)，采
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测量 ；独立董事比例

(Pro)，采用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人数的比值测量；资

产负债率 (Deb)，计算企业负债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

重表示；营业利润率 (Prf )，采用营业利润与营业收入

的比值测量；管理层持股 (Sha)，采用管理层持股数量

的对数值测量；流动资产比率 (Liq)，采用流动资产总

额与总资产的比值测量。

 3.2.4  作用机制变量

首先，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明确了多

项任务，主要包括引领和推动数字化转型、强化人才

支撑以及提供财政金融支持等。其次，资源配置、风

险承担、管理者短视行为和股票流动性等机制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逻辑链条较长且较为间接。相比之下，

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结构和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

创新的影响逻辑链条较短且更为直接。最后，从组

织变革理论的视角看，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手段

的更新，更是一场深层次的组织变革实践。企业在

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对组织结构、管理模

式和业务流程等进行系统性重构，这不仅推动了企

业组织形态的演化，也促使传统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中的技术  − 组织两阶段模型向技术  − 组织  − 创新三

阶段模型演化 [46]。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数字化转型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重塑了企业的创

新机制和能力边界，成为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

支撑力量。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高质量的人力资

本和充足的资金投入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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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资金保障，是驱动创新的核心因素。已

有较多研究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强度对于企业创新发展的影

响 [35,38,44]。基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所承载

的政策任务，结合机制变量影响企业创新的逻辑链

条，并参考组织变革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及相关研

究，本研究从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结构和研发

投入强度 3 个机制维度展开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

(Dia)，借鉴吴非等 [47] 的做法，以上市公司年报中数字

化转型相关词汇出现的频数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代理

变量。该指标包括数字技术应用、区块链技术、大

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云计算技术 5 个维度，数

字化转型各个维度指标的选取参见吴非等 [47] 的研究，

本研究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该研究保持一

致。人力资本结构 (Huc)，借鉴郭丰等 [40] 的做法 ，使

用企业本科学历以上人数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重测

量人力资本结构，企业本科学历人数占比越大，表示

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水平越高。研发投入强度 (Int)，借
鉴冀云阳等 [44] 的研究，采用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测量，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越大，说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大。

 3.3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 2013 年至 2022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

公司数据，评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企

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以

下处理：①剔除 ST、 *ST 企业；②剔除金融保险业和

房地产业上市企业；③剔除当年 IPO 企业；④对所有

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分位数缩尾处理；⑤剔除财务

变量存在异常值的企业。本研究整理得到 2 673 家

企业的 23 615 个样本。企业专利数据、专利信息和

专利被引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 (SIPO) 和中国

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企业财务数据来源于国

泰安数据库 (CSMAR)。机制变量中 ，人力资本结构

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 (Wind)，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

则来源于上市公司历年年报。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见表 1。
本研究还比较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企业

与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企业两个组别不同特

征变量的差异，具体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实验

组企业与控制组企业在多个特征变量上存在显著差

异，例如，试验区企业具有更高的营业利润率和流动

资产比率，非试验区企业的平均年龄和企业规模相

对较大。实验组企业与控制组企业在特征方面存在

一定差异，表明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因果识别

时，纳入这些控制变量是必要且合理的，有助于控制

试验区企业和非试验区企业之间的系统性差异。此

外，本研究也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PSM) 方法，为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企业匹配合适的控制组企业，

以进一步开展稳健性检验。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给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试验

区 企 业 创 新 数 量 和 创 新 质 量 的 政 策 效 应 。 (1) 列
～ (3)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数量 ， (4) 列～ (6) 列的

被解释变量为创新质量。其中， (3) 列和 (6) 列均加入

了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3) 列结果表明，

当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数量时 ，Dig •  Pos 的估计系数

为 0.063，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设立显著激励了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增

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使试验区企业发

明专利申请数增加了约 6.300%。H1a 得到验证。类似

地，(6) 列结果表明，当被解释变量为创新质量时，Dig •
Pos 的估计系数为 0.001，未通过 10% 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未能显著抑制试

验区企业创新质量。因此，H1b 未能得到验证，可能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最小值 均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创新数量 Eit 23 615 0 1.152 8.769 1.346

创新质量 Eil 23 615 0 0.225 0.847 0.239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 Dig • Pos 23 615 0 0.175 1 0.380

企业年龄 Age 23 615 1.386 2.942 4.025 0.311

企业规模 Sca 23 615 19.999 22.233 26.210 1.259

独立董事比例 Pro 23 615 33.333 37.701 57.143 5.351

资产负债率 Deb 23 615 0.054 0.405 0.841 0.188

营业利润率 Prf 23 615 − 0.649 0.084 0.550 0.158

管理层持股 Sha 23 615 0 5.894 11.177 3.778

流动资产比率 Liq 23 615 0.102 0.567 0.936 0.191

20 管理科学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5 年  7 月



 

表  2  变量的均值差异检验结果

Table 2  Mean Difference Test Results for Variables

变量
实验组 控制组

均值差异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Eit 9 104 1.185 14 511 1.132 − 0.053**

Eil 9 104 0.231 14 511 0.224 − 0.007

Age 9 104 2.935 14 511 2.946 0.010*

Sca 9 104 22.081 14 511 22.329 0.247***

Pro 9 104 37.757 14 511 37.665 − 0.092

Deb 9 104 0.395 14 511 0.411 0.015***

Prf 9 104 0.090 14 511 0.080 − 0.010***

Sha 9 104 6.700 14 511 5.388 − 1.312***

Liq 9 104 0.577 14 511 0.560 − 0.017***

　　注： ***为在1%的水平上显著， **为在5%的水平上显著， *为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Eit Eil

(1) (2) (3) (4) (5) (6)

Dig • Pos
0.090***

(0.026)
0.064**

(0.025)
0.063***

(0.020)
0.007

(0.005)
0.006

(0.005)
0.001

(0.006)

Age
− 0.164***

(0.031)
0.066

(0.116)
0.013**

(0.005)
0.095***

(0.032)

Sca
0.270***

(0.011)
0.075***

(0.017)
0.036***

(0.002)
0.043***

(0.005)

Pro
0.002

(0.002)
0.0002
(0.002)

− 0.0002
(0.0003)

0.0008*

(0.0005)

Deb
− 0.353***

(0.056)
− 0.247***

(0.062)
− 0.063***

(0.011)
− 0.089***

(0.018)

Prf
− 0.147***

(0.052)
− 0.037
(0.041)

− 0.025**

(0.011)
− 0.018
(0.012)

Sha
0.052***

(0.002)
0.003

(0.004)
0.007***

(0.0004)
0.002

(0.001)

Liq
1.282***

(0.048)
− 0.077
(0.059)

0.049***

(0.008)
0.020

(0.017)

常数项
1.136***

(0.010)
− 5.332***

(0.268)
− 0.599
(0.496)

0.226***

(0.002)
− 0.641***

(0.037)
− 1.029***

(0.129)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3 615 23 615 23 615 23 615 23 615 23 615

调整的R2 0.009 0.091 0.717 0.028 0.056 0.297

　　注：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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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旨在激活新要

素、建设新设施、培育新动能，为区域内企业营造了

良好的创新和营商环境，有助于打破企业创新合作

的时间和空间壁垒 [48]，各试验区从政策、资金、资源

等方面为企业创新发展给予政策支持，包含较多支

持型激励政策，如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和数字经济企

业的减税措施 [32]。由于这些支持型政策支持的对象

存在相对标准化和固定的筛选，对专利质量的要求

较高，更容易激励企业提升创新质量。此类支持型

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创新质量风险，弥补企业创新

质量的正外部性损失 [2,26]，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

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因此，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设

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并非完全是负向影响，多

重影响效应共同作用导致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

量未表现出显著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设立促进了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但未能

显著激励试验区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

 4.2  稳健性检验

 4.2.1  平行趋势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

设立促进了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未能显著

提升试验区企业创新质量。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试验区企业创新数

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首要前提是企业创新数量和

创新质量应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也就是说，在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之前，试验区企业与非试

验区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趋势变化不存在显

著差异，否则双重差分估计会高估或者低估这一试

点的政策效果。因此，借鉴 BECK et al.[49] 和 LI et al.[50]

的做法，利用事件研究法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

量的平行趋势进行考察，设定的模型为

Enti,t = β0 +

3∑
n=−6，n≠−1

ρn Mn
i,t + θConi,t +λi +µt +εi,t (2)

其中，Mi,t 为一组虚拟变量，n 为各年份与 2019 年的差

值，ρ表示与基期相比不同年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

若企业所在省份 2019 年被批准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 ，则 M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其余各个变

量的含义与  (1) 式中变量的含义相同。本研究以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前 1 期为基准期。图 1
为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数量的平行趋势检验图，图 2 为

被解释变量为创新质量的平行趋势检验图。由图 1
和图 2 可知，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之前，

政策虚拟变量估计值 95% 的置信区间均包含 0，且参

数 ρ均不显著，围绕 0 值波动。上述结果表明，在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之前，试验区企业与非

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变化趋势没有显

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政策动态效应方面，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之后，当被解释变量为

创新数量时，参数 ρ的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试验区

设立对企业创新数量产生了持续的正向影响。而当

被解释变量为创新质量时，参数 ρ的估计值围绕 0 值

波动且不显著，说明试验区设立未对试验区企业创

新质量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4.2.2  PSM-DID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作为一次外生政

策冲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但由

于试验区设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实验，试点地

区的选取可能并非完全随机。同时，实验组与控制

组样本在企业特征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样本选择偏

差问题。因此，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PSM) 为试验

区企业匹配企业特征变量较为接近的控制组企业 ，

进一步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具

体而言，建立企业是否位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的 Logit 模型，选择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作为匹配

特征变量，然后使用近邻匹配、核匹配和卡尺匹配 3
种方法为实验组企业匹配控制组企业，通过逐年匹

配的方法筛选控制组企业，K 近邻匹配中 k 取值为 4，
卡尺匹配中半径选择的是 0.050。PSM-DID 的估计结

果见表 4。结果表明 ，无论是哪种匹配方法 ， Dig •

Pos 估计系数的大小和符号与基准结果均保持一致，

本研究所得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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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创新数量平行趋势检验

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of Innovation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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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创新质量平行趋势检验

Figure 2  Parallel Trend Test of Innov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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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确保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测量指标的稳健

性，本研究采用其他指标作为企业创新的替代变量，

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重新进行测量。具体而言 ，

一是企业创新数量指标，本研究使用企业发明专利

授权数 (Put) 测量企业创新数量。二是企业创新质量

指标，用企业专利被引用次数 (Cit) 测量企业创新质

量。表 5 的 (1) 列和 (2) 列分别给出被解释变量为企

业发明专利授权数和专利被引用次数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当被解释变量为发明专利授权数时，Dig •
Pos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当被解释变量为专利被引

用次数时，Dig •  Pos 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激励了试验区企业创新数

量，未能显著提升试验区企业创新质量，本研究核心

结果比较稳健。

 4.2.4  滞后效应检验

考虑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到企业开

展研发创新，再到专利产出的全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政策效果的显现需要一定时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时

滞性。因此，为了确保政策效应评估的稳健性，本研

究将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进行前置一期处理 ，

以此重新进行回归估计。表 5 的 (3) 列和 (4) 列分别

给出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前置一期的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当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数量时，

Dig •  Pos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当被解释变量为创新

质量时，Dig •  Pos 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显著激励试验区企业

创新数量，未能显著提升试验区企业创新质量。考

虑时滞效应后，滞后效应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

基本一致，本研究的核心结果依然稳健。

 4.2.5  改变样本容量

部分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和专利的知识宽度值

为 0，通过改变样本容量的方式考察实证结果是否因

为样本的改变而有所变化。进一步剔除样本期内发

明专利申请数和专利知识宽度值为 0 的企业，对有发

明专利申请数和专利知识宽度非 0 的企业样本重新

 

表  4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Table 4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stimation Results

变量
Eit Eil

近邻匹配
(1)

核匹配
(2)

卡尺匹配
(3)

近邻匹配
(4)

核匹配
(5)

半径匹配
(6)

Dig • Pos
0.060***

(0.021)
0.062***

(0.020)
0.062***

(0.020)
0.005

(0.006)
0.002

(0.006)
0.002

(0.006)

常数项 − 0.664
(0.531)

− 0.582
(0.497)

− 0.582
(0.497)

− 0.989***

(0.137)
− 1.019***

(0.130)
− 1.019***

(0.1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1 170 23 484 23 484 21 170 23 484 23 484

调整的R2 0.706 0.713 0.713 0.296 0.297 0.297

 

表  5  稳健性检验 (一 )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I

变量 Put
(1)

Cit
(2)

F1.Eit
(3)

F1.Eil
(4)

Eit
(5)

Eil
(6)

Dig • Pos
0.035**

(0.016)
0.058

(0.069)
0.047**

(0.021)
− 0.008
(0.007)

0.052**

(0.025)
0.002

(0.006)

常数项
− 1.250***

(0.380)
− 3.214***

(0.706)
1.744***

(0.496)
− 0.545***

(0.148)
2.074***

(0.007)
0.828***

(0.15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3 615 23 615 20 822 20 822 12 979 13 536

调整的R2 0.711 0.736 0.739 0.302 0.687 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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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估计。表 5 的 (5) 列和 (6) 列分别给出剔除发明

专利申请为 0 和剔除专利知识宽度值为 0 后的估计

结果。结果表明，当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数量时，Dig •
Pos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当被解释变量为创新质量

时，Dig •  Pos 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促进了试验区企业创新

的增量，未能促进试验区企业创新的提质，与前文的

结果一致。

 4.2.6  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在本研究样本期间，

许多地区还实施了其他与创新发展相关的试点政策，

这些政策可能对本研究所关注政策效应的评估产生

影响。鉴于此，研究中进一步控制“宽带中国”示范

城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创新型城市和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5 类试点政策。具体而言，在基准

回归中加入这 5 类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以剔除这些

政策对实证结果的干扰，表 6 的 (1) 列和 (2) 列给出排

除其他政策干扰的估计结果。第二，控制省份和行

业固定效应。除了可能遗漏省份和行业层面随时间

改变的因素，有些企业也可能变更行业和所属省份，

添加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表 6 的 (3) 列和 (4) 列给

出进一步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的估计

结果。第三，控制变量再缩尾。尽管上文对所有连

续变量进行了 1% 和 99% 分位的缩尾，为了排除潜在

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干扰，进一步对控制变量中的

连续变量实施 1% 分位上的双边缩尾。表 6 的 (5) 列
和 (6) 列给出控制变量再缩尾的估计结果。由表 6 的

(1) 列、 (3) 列和 (5) 列的结果可知，Dig •  Pos 的回归系

数仍然显著为正，由表 6 的 (2) 列、 (4) 列和 (6) 列的结

果可知，Dig •  Pos 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仅仅只是促进了试验区企业

创新数量的增加。由上述分析可知，经过一系列稳

健性检验后，本研究的核心结果保持不变。

 5  异质性分析

 5.1  行业类别异质性

中国正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制造业企业

是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主体。基于企业所属行业类

别，将样本划分为制造业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表 7
的 (1) 列和 (2) 列给出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数量的分组

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

立能够助推试验区制造业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而

对试验区非制造业企业创新数量影响不显著。一方

面，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国民经

济的主导产业，其自身的创新动机较为强烈。试验

区的设立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水

平，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使数字化和智能化

能够嵌入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数字技术

在制造业企业中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

的研发效率，进而推动企业创新数量的增长。另一

方面，试验区非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相对

较低，数字技术的应用深度和广度不足。同时，非制

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不愿转、不

敢转、不会转的困境，这类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提高产

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推动发展，导致试验区设立未能

显著激励试验区非制造业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表 7
的 (3) 列和 (4) 列给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

对试验区不同行业类别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

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试验区制造

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创新质量均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5.2  融资约束异质性

融资约束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借

鉴 KAPLAN et al.[51] 和尹洪英等 [52] 的研究，利用 KZ 指

数作为融资约束变量的代理指标，并依据 KZ 指数的

中位数将上市公司划分为高融资约束和低融资约束

两组。表 7 的 (5) 列和 (6) 列给出被解释变量为创新

数量的分组估计结果。由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创新

 

表  6  稳健性检验 (二 )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II

变量 Eit
(1)

Eil
(2)

Eit
(3)

Eil
(4)

Eit
(5)

Eil
(6)

Dig • Pos
0.062***

(0.020)
0.002

(0.006)
0.071***

(0.020)
0.001

(0.006)
0.063***

(0.020)
0.001

(0.006)

常数项 − 0.620
(0.496)

− 1.022***

(0.130)
− 1.105**

(0.511)
− 1.108***

(0.132)
− 0.594
(0.496)

− 1.026***

(0.1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样本量 23 615 23 615 23 615 23 615 23 615 23 615

调整的R2 0.717 0.297 0.719 0.299 0.717 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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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试验区设立显著促进了试验区融资约束较低企

业创新数量的增加，对试验区融资约束较高企业创

新数量未产生实质性影响。首先，融资约束越严重，

企业往往将有限的资金优先投入到“短平快”的项

目，而不会追加资金投入到风险大、不确定性高的创

新研发领域。由于存在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问题，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

用就越强 [53−54]，从而不利于推动企业专利产出的增加。

其次，融资约束程度较低时，企业资金更为充裕，能

够为企业研发创新提供稳定的资金流入。企业所获

取的补助、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资金，也能够更充

分地投入到研发创新中，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

数量。表 7 的 (7) 列和 (8) 列给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设立对试验区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创新质

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高

低，试验区设立均未能显著提升试验区企业的创新

质量。

 5.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异质性

创新活动具有风险高、资金回报周期长、前期资

金投入大的特点，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

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55]，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

鉴于此，借鉴聂辉华等 [55] 的研究，统计上市公司年报

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出现的“经济政策”词语

和“不确定性”词语。若一句话同时包含这两个词

语，则将其视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句子，通过爬虫技

术和 jieba 分词软件构建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

标，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词语数占总词语数的比

重测量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根据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中位数，将样本划

分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和较低两组。表 8 的 (1)
列和 (2) 列给出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数量的分组估计

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显

著促进了试验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企业创新数

量的增加，而对试验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企业

创新数量未产生实质性影响。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上升，一方面，这会给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带来冲击，

使企业创新面临流动性短缺的概率增加，企业研发

创新活动的经营风险提升，从而减少研发创新支出 [56]。

同时，企业投资实体项目失败和违约的可能性越大，

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进而推高企业的违

约和融资成本，使其陷入更强的融资约束 [51]，抑制研

发投入并阻碍企业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企业投资

收益增加的预期会被削弱，企业可能减少投资或推

迟投资计划以应对不确定性 [57]，投资结构也会发生

调整，不敢、也不愿在实体产业投资，而是选择持有

更多的金融资产 [55]，从而削弱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设立对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激励效应。表 8
的 (3) 列和 (4) 列给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

对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结

果表明，无论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还是低，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均未对试验区企业的创

新质量产生实质性影响。

 5.4  营商环境异质性

营商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土壤，与

企业投资、研发和创新活动密切相关。借鉴王磊等 [58]

的研究，利用市场化指数作为营商环境的代理变量，

并根据市场化程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营商环境

较好和营商环境较差两组。表 8 的 (5) 列和 (6) 列给

出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数量的分组估计结果。结果表

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能够显著提升营

商环境较好试验区企业的创新数量，对营商环境较

差试验区企业的创新数量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其

原因在于：首先，营商环境优化能够简化行政审批、

减少寻租行为，从而提升研发创新活动的效率、降低

 

表  7  行业类别和融资约束异质性估计结果

Table 7  Heterogeneity Estimation Results of Industry Categories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变量

Eit Eil Eit Eil

制造业
企业
(1)

非制造业
企业
(2)

制造业
企业
(3)

非制造业
企业
(4)

高融资
约束
(5)

低融资
约束
(6)

高融资
约束
(7)

低融资
约束
(8)

Dig • Pos
0.074***

(0.026)
0.071

(0.047)
0.001

(0.007)
0.016

(0.010)
0.027

(0.042)
0.131***

(0.032)
− 0.006
(0.009)

0.006
(0.009)

常数项 − 1.059
(0.701)

− 2.190**

(0.986)
− 1.388***

(0.173)
− 0.685***

(0.198)
− 0.418
(1.050)

− 0.098
(0.835)

− 0.826***

(0.192)
− 1.277***

(0.2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6 329 7 286 16 329 7 286 11 806 11 809 11 806 11 809

调整的R2 0.693 0.743 0.277 0.334 0.739 0.720 0.330 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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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也可将节省的资金用于研发

创新，从而激发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活力，推动自主

创新。其次，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在法治建设、市场

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面更加完善，为企业

营造了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和创新环境，有助于吸

引更多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通过创新要素集聚和

技术学习效应等方式促进企业创新数量增长。表 8
的 (7) 列和 (8) 列给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

对不同营商环境组别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可以看

出，无论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较好还是较差，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均未显著提升试验区企业的

创新质量。

 6  作用机制检验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

立对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具有促进作用。由理论分

析和研究假设的逻辑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设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企

业人力资本结构和提高研发投入强度 3 条作用渠道

激励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针对这些机制，本

研究进行实证检验。

 6.1  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 (Dia)。如 H2 所述，企业数字化

转型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激励试验区企

业创新数量增长的作用机制。为验证这一机制，本

研究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表 9 的 (1) 列给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试

验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由 (1) 列的结果可知，

Dig •  Pos 的估计系数为 0.093，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

说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试验区企业数

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与

实体企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有效提升了试验区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由表 9 的 (2) 列的结果可知，Dia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

激励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通过数字化转型，

企业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前沿技术和信息资源，提升

学习知识和技术的能力 [34]。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

不仅优化了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公司治理，还增

强了企业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的能力，从而促进企

业创新数量的增长 [35−36]。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转型

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激励试验区企业创

新数量增加的作用机制，H2 得到验证。

 6.2  人力资本结构机制

人力资本结构 (Huc)。如 H3 所述，人力资本结构

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赋能试验区企业创

新数量增加的作用渠道。为验证这一机制，本研究

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表 9
的 (3) 列给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试验

区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3) 列中 Dig •
Pos 的估计系数为 0.023，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显著改善并优化了试

验区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设立有助于吸引高学历人才向试验区企业集聚 ，

从而优化企业创新所需的要素资源。进一步地，本

研究以企业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人数占企业员工总

数的比重测量人力资本结构，并据此进行实证回归，

结果见表 9 的 (5) 列。结果表明 ，Dig •  Pos 的估计系

数为 0.017，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支持了人力

资本结构作用机制的存在。由表 9 的 (4) 列和 (6) 列
的结果可知，Huc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

本结构的优化有助于增加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人

才通过干中学积累丰富知识，有助于加快企业人力

资本的积累 [39]，形成劳动力蓄水池效应。高学历人

才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对新技术

 

表  8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营商环境异质性估计结果

Table 8  Heterogeneity Estimation Results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变量

Eit Eil Eit Eil

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高

(1)

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低

(2)

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高

(3)

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低

(4)

营商环境
较好
(5)

营商环境
较差
(6)

营商环境
较好
(7)

营商环境
较差
(8)

Dig • Pos
0.032

(0.033)
0.079**

(0.032)
0.017

(0.011)
− 0.005
(0.009)

0.118***

(0.032)
− 0.020
(0.042)

− 0.002
(0.009)

0.027
(0.017)

常数项 − 0.809
(0.818)

− 1.874**

(0.803)
− 1.060***

(0.256)
− 0.912***

(0.203)
− 1.916**

(0.748)
0.404

(0.702)
− 1.029***

(0.190)
− 1.166***

(0.2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 837 11 778 11 837 11 778 11 587 12 028 11 587 12 028

调整的R2 0.747 0.740 0.374 0.390 0.706 0.735 0.291 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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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知更为敏锐，能够迅速掌握和使用前沿技术，人

才向企业集聚也有利于形成知识扩散效应 [40−41]。综

上所述，人力资本结构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设立赋能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增加的作用渠道，H3

得到验证。

 6.3  研发投入强度机制

研发投入强度机制 (Int)。如 H4 所述 ，研发投入

强度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助力试验区企

业创新数量增加的作用机制。为验证这一机制，本

研究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展开分析。

表 9 的 (7) 列给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试

验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由表 9 的 (7) 列结果

可知 ，Dig •  Pos 的估计系数为 0.177，在 5% 的水平上

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试验区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助于提

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进一步地，由表 9 的 (8) 列的

结果可知， Int 的估计系数为 0.011，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试验

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增长。随着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

提升，更多资金可以用于支持原创性研究和关键技

术攻关，从而加快知识积累进程，提高技术突破的概

率 [43]。研发投入的增加不仅缩短了新产品和新工艺

的开发周期，还增强了企业对外部技术变革的适应

能力和响应能力，提高企业研发风险承担能力和持

续创新意愿，从而推动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 [44]。综

上所述，研发投入强度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设立助力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增加的作用机制，H4

得到验证。

 7  结论

 7.1  研究结果

本研究以 2019 年设立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单期双重差分模型评

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数量和

创新质量的影响。

(1)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显著激励了试

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但未能显著提升试验区

企业创新质量，此结果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

匹配、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其他政策等多项稳健

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大量研究从不同视角评估了各

类创新试点政策对创新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创

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提升城市整体创新能力 [59]，

增强企业创新水平 [60] 和企业创新质量 [16]，并促进产

学研协同创新发展 [61]。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创新型

城市试点政策虽然对开发性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但

却负向抑制了企业探索性创新 [62]；杨君等 [63] 进一步

发现，该政策推动了城市创新数量增长，却对创新质

量产生了抑制效应。这表明创新试点政策的实施效

果并不一致，尤其在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方面表现

出复杂的异质性。在其他创新试点政策方面，研究

结果也存在分歧。一些研究认为，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试点政策不仅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数量 [64]，还显

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提高 [18]；“宽带中国”试点

政策亦被证实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增量提质”

效果 [6]。但也有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抑

制了企业创新，尤其是抑制了企业创新质量 [65]。与

上述研究相比，本研究聚焦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表  9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9  Results of Mechanism Test

变量 Dia
(1)

Eit
(2)

Huc
(3)

Eit
(4)

Huc
(5)

Eit
(6)

Int
(7)

Eit
(8)

Dig • Pos
0.093**

(0.041)
0.062***

(0.020)
0.023***

(0.006)
0.055***

(0.021)
0.017**

(0.008)
0.048**

(0.024)
0.177**

(0.069)
0.065***

(0.022)

Dia
0.011***

(0.004)

Huc
0.037**

(0.015)
0.066***

(0.025)

Int
0.011***

(0.003)

常数项
− 16.031***

(1.547)
− 0.429
(0.500)

2.959***

(0.145)
− 0.430
(0.483)

0.450*

(0.240)
− 0.987
(0.604)

8.350***

(2.110)
− 1.106*

(0.56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3 615 23 615 21 825 21 825 17 446 17 446 21 292 21 292

调整的R2 0.727 0.717 0.895 0.720 0.904 0.731 0.805 0.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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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区这一创新政策，发现该试点政策仅显著提升了

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未能显著提升试验区企业创

新质量。该发现为优化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

设，完善配套制度以推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提供了

重要的现实政策启示。

(2)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试验区企业

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在制造业、融资约束较低、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营商环境较好地区中更加显

著。然而，在不同行业、融资约束水平、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和营商环境情境下，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设立均未对试验区企业创新质量产生实质性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程度与经济开放程度在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赋能民营企业合作创新

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48]；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设立对沿海地区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为

显著 [66]。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异质性

影响的分析维度，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

立对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赋能作用在制造业、融

资约束较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营商环境较

好地区中更加显著，丰富了关于试验区设立异质性

影响效应的研究，系统揭示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政策作用的条件性效应，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

区域创新政策和企业支持政策策略提供了实证证

据。

(3)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通过赋能企业

数字化转型、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企业研

发投入强度渠道促进了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

已有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和知识吸收能力是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赋能民营企业合作创新的

关键影响路径 [48]，也有研究从产业结构升级和融资

约束等宏观机制角度进行验证 [66]。这些研究从不同

视角揭示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赋能企业

创新和区域创新的多种可能渠道。基于已有研究 ，

本研究不仅验证了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还发现人

力资本结构和研发投入强度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设立赋能企业创新数量增长的重要机制，对已

有研究形成了有益补充，也为进一步完善企业创新

激励路径的识别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7.2  研究贡献

(1) 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6]、

智慧城市 [8]、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9]、创新型城市 [16] 以

及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18] 等政策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

新质量的影响，而关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

立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影响的深入探讨仍较

为缺乏。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

与已有研究的视角不同，本研究将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与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系统考察其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丰

富了关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效应评估的

研究。在研究结论方面，“宽带中国”试点政策 [6] 和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 [18] 均促进了企业创新的

增量和提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则抑制了探索性

创新 [62] 和城市创新质量 [63]，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

也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质量 [65]。与已有创新政策试

点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影响的结果不同 [6,16,18]，

本研究实证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显

著提升了试验区企业的创新数量，但尚未在创新质

量方面产生显著效应。这一发现丰富了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试验区设立经济后果评估的研究 [32,48]，也为创

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和理论反思视角。

传统创新理论，尤其是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和制度创

新理论普遍认为 ,良好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能够系

统性提升企业整体创新能力。然而，本研究表明，在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经济驱动的制度供给与政策

试点并不必然转化为企业高质量的创新成果。至少

从短期效应来看，政策效应更多体现在创新数量的

扩张，而非创新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成为已有创

新理论的重要补充，提示未来相关政策设计应更加

注重制度激励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有效衔接机

制。

(2) 已有研究主要从知识吸收能力机制 [48]、产业

结构升级和缓解融资约束 [66] 等角度，探讨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助力企业创新和区域创新的作

用路径；同时，也有研究从产业转型 [8]、企业创新意

愿 [18] 和财政支持 [16] 等方面分析“宽带中国”、智慧

城市等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

不同于已有研究 [8,18,66]，本研究从数字化转型、人力资

本结构和研发投入强度 3 个方面入手，系统剖析了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推动企业创新数量增长

的内在机制 ，对相关机制研究形成了重要补充 [48,66]，

并在相关理论方面作出以下拓展：①从组织变革理

论的视角看，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工具的更新，更

是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的深层次变革 [46]。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

促使企业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管理体系等方面

进行系统性重构，丰富了组织变革理论在数字经济

时代背景下的应用场景和内涵。②依据熊彼特创新

理论 ，人才和资金是影响企业创新的两大关键因

素 [37−38]。本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

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升研发投入强度，有效促

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增长，从而拓展了熊彼特创新理

论在数字经济情景下的适用范围和实证解释力。③

从信号传递理论出发，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

立通过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组合，向创新要

素市场、金融信贷市场等外部主体释放出推动创新

发展的明确信号。这一信号有助于增强潜在投资者

对企业创新前景的市场预期和信心，提高企业获取

外部融资的可能性 ，并形成政策信号  − 投资预期  −
资金资源集聚的良性循环，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本研究的机制分析不仅验证了研发投入渠道，也印

证了信号效应在促进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42]，丰富了

信号传递理论在政策激励企业创新行为研究中的理

论范式。

(3) 已有研究从市场竞争程度和经济开放水平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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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是否属于沿海地区 [66] 等维度，探讨了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合作创新和区域创新的异质

性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在异质性识别上仍存在一

定局限，尚未系统纳入制度环境变量和企业外部约

束特征。与已有研究不同 [48,66]，本研究从行业类别、

融资约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营商环境 4 个维度

切入，丰富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影响企

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异质性影响效应。研究发

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显著提升了试验

区制造业和融资约束较低企业的创新数量，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越低、营商环境越好，这一试点政策对试

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越显著。这一发现不

仅深化了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激励机制

的理解，也揭示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

调节作用。然而，已有关于各类创新试点政策对创

新影响的研究，却普遍忽视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

营商环境的异质性作用 [6,16,18]，具体而言，良好的营商

环境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健全法律法规等正式制

度安排，有效降低了企业在资源获取、市场交易和创

新活动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激发企业创新活

力。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面临

的交易成本呈现新的特征，如数据要素获取的成本

压力、技术协同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政策变动所带

来的不确定性成本等。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引入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营商环境两个制度性变量，识别

了他们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赋能企业创

新数量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较低、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更

为显著。这表明，优质的制度环境不仅有助于降低

企业创新的直接成本，还能够通过稳定企业预期、减

少制度性摩擦，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交易成

本。本研究的结论回应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56]、营

商环境 [58] 等制度性因素对企业创新数量发展的重要

性，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深化了对制度性交易成本

内涵的理解，为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之间

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7.3  实践启示

(1) 本研究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设立显著促进了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

增加，但未能显著提升试验区企业创新质量。鉴于

此，应总结、提炼并推广试验区在提升企业创新数量

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试点。首先，要深入提炼试验区建设的

经验，形成企业创新数量发展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

典型案例和模式，以点带面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建设。应加强成功经验的及时交流，有序扩

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试点范围，建立创新

联合体、共性技术平台和开放实验室等，以共享资源、

协同攻关为目标 ，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和技术水平。

其次，应在试验区内优化现有创新政策支持体系，推

动创新驱动从数量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要以促进

高质量创新为目标，建立创新质量评估体系和企业

创新质量评价与监督机制，可设立专门的高质量创

新基金，制定的政策应向具有高技术壁垒、高附加值

的领域倾斜，例如在集成电路、高端设备、半导体和

新材料等领域，以补齐产业链短板，突破颠覆性技术

以及“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集中优质资源联合攻

关。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企业从短期的专利数量积

累向长期的创新价值创造迈进，实现企业创新质量

的稳步提升。

(2) 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设立对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在制造业、

融资约束较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营商环境

较好地区中更加显著。基于此，应进一步缓解企业

融资约束、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优化营商环境。

首先，政府可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并通过股权投

资、风险补偿等形式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尤其要向高质量创新领域倾斜。同时，应拓宽企业

创新融资渠道，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技保险等，构建多层次、

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其次，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在制定

和实施创新发展政策时，一方面，应保持政策的连贯

性和统一性，明确政策方向和长期目标，合理控制政

策调整频率，确保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营造相对

稳定的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应通过提前公布政策调

整预期，给予企业一定的适应周期，帮助企业做好战

略规划，减少因政策波动引发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强

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决策的信心，助力企业创新发

展。最后，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破除地方保护

主义与区域要素市场分割，深化“放管服”改革，简

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壁垒，营造和维护竞

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同时，应加大对商标、专利等侵

权行为的惩处力度，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审查与纠

纷解决机制，切实保护企业的产权、自主经营权等合

法权益，确保创新成果得到有效保护，持续释放企业

创新活力。

(3) 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

立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

研发投入强度渠道促进了试验区企业创新数量的增

加。首先 ，要加快 5G 基站建设与网络升级改造 ，推

进新型数据中心建设，推动 IPv6 的落地应用，为数字

化转型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基础。政府可设立专项资

金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和员

工的数字化技能培训。同时，应明确数据所有权、使

用权与保护机制，构建安全稳定的数字化环境，保障

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数据安全。其次，优化企

业人才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加大员工研发激励力度，

通过股权激励、奖金奖励等方式激发人才的创新动

力。应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力

度 ，并推动人才合理流动 ，提高人才资源配置效率 ，

从而不断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为企业创新发展

注入活力。最后，应建立长期稳定的专项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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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完善以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激励政

策体系，引导企业持续增加研发投入，稳步提升企业

创新能力。同时，应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健全知识

产权保护机制和科技金融支持体系，营造公平透明、

竞争有序、资源高效配置的创新生态系统，吸引更多

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流向研发创新领域，形成以政

府引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多元参与的多层次研发

投入格局，有效赋能企业创新发展。

 7.4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①本研究通过实证考察

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数量和

创新质量的影响，揭示了该试点政策对试验区企业

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所产生的短期影响效应。考虑

到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具有渐进性和长期性，难以

在短期内迅速显现效果，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设立时间尚短，其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的政策效应

在本研究期间尚未完全显现。从长期来看，随着试

验区建设的持续推进及配套政策的逐步落地，试验

区在推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方面具有积极的赋能潜

力，但这一长期效应仍有待进一步验证。在后续研

究中，可以利用试点政策实施 7 年至 8 年以上的跟踪

数据，系统评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企

业创新质量的长期影响。同时 ，可以结合 fsQCA 等

方法，开展典型企业或区域的案例研究，进一步探讨

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和路径。②本研究重

点分析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影响企业创

新的人力资本、数字化转型和研发投入强度作用机

制，但对其他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

未来研究可对此予以关注。③本研究并未深挖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未能提升试验区企业创新

质量的可能原因，后续研究可以探寻阻碍企业创新

质量提升的相关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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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Quantity or Quality

GUO Feng，REN Yi
Institute for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The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 is a pioneer demonstration area for reform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economy and innovation, and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accelera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
nom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of great sig-
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s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quantity and innovation quality,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22 as the object, u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
in 2019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utilizes a single-phase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estab-
lish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mechanism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ilot  zone  to  en-
power the innovation quantity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industry categories, financing constraints,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iscusses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effec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eco-
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 promotes the in-
crease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quantity in the pilot zone, but fails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 the pilot zone,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such as parallel trend test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reinforce this conclusio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 has a more sig-
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quantity of enterprises in the pilot zones wi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ower finan-
cing  constraints,  lower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s.  Under  different  industries,  financing
constraint levels,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ies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scenarios, this pilot policy failed to significantly im-
prove the innovation quality of enterprises in the pilot zone.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 promotes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 the pilot zone
through the channels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nd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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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 corresponding policy reference for the deepen-
ing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 but also provides a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novation and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
opment strategy.
Keywords：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enterprise innovation；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quantity；innov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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